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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仰韶晚期遗存分期再探

关键词：关中地区，仰韶晚期遗存，蒋刘期，半坡四期，泉护二期

摘要：关中地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之一，其中仰韶晚期遗址数量多、分布范围广、出土材料丰富，处

于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转变的关键期。通过梳理关中地区仰韶晚期典型遗存，并结合最新发现的泾阳蒋刘遗址出土

材料，将关中地区仰韶晚期遗存分为“蒋刘期”“半坡四期”“泉护二期”三个发展阶段。三个阶段前后相继，关

系密切，代表了关中地区仰韶晚期早、中、晚三个时段。

KEYWORDS: Guanzhong region, Remains of the Late Yangshao period, Jiangliu phase, Banpo Phase IV, Quanhu 
Phase II 

ABSTRACT: By synthesizing representative late Yangshao period archaeological remains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with the 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rom the Jiangliu site in Jingyang county, the Late Yangshao period in Guanzhong reg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Jiangliu phase, Banpo Phase IV, and Quanhu Phase II. These three stages are 
in succession and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representing the early, middle and late stages of the Yangshao development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裴学松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关中地区位于陕西省中部，南倚秦岭，

北靠渭北台塬，黄河最大支流渭河自西向东横

穿而过，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仰韶文化分布

的核心区域之一。关中地区仰韶晚期遗址数量

多、分布范围广、出土材料丰富，且处于仰韶

时代向龙山时代转变的关键期，一直是考古学

界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

关 于 关 中 地 区 仰 韶 晚 期 遗 存 的 分 期 问

题，学界至今尚无定论，有“二期说”“三期

说”“四期说”等观点。张忠培认为这一阶段

遗存可分为半坡四期文化和泉护二期文化前后

相接的两个阶段[1]。张宏彦将渭水流域仰韶文化

划分为三期六段，其中属于仰韶晚期的遗存分

为前、后两段[2]。张天恩认为仰韶晚期遗存可统

称为西王村类型，分为早、中、晚三期[3]。许永

杰则依据典型遗址典型单位出土的典型器物的

演变趋势和阶段性特征将仰韶晚期分为四期[4]。

近年来，关中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重要的

仰韶晚期遗址，尤其是蓝田新街、泾阳蒋刘等

遗址仰韶晚期早段遗存的发现，为我们重新探

讨仰韶晚期遗存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一、典型遗存分析

从以往考古调查、发掘情况来看，仰韶

晚期遗存遍及陕西全省，尤以关中地区为多。

目前关中地区经过正式发掘的仰韶晚期遗址已

有数十处，比较重要的有西安市区半坡、米家

崖、马腾空、鱼化寨，高陵杨官寨，蓝田新

街，临潼姜寨，泾阳蒋刘，宝鸡福临堡，扶风

案板，华县泉护村等遗址。其中蓝田新街遗址

遗存年代延续时间长，仰韶晚期遗存数量丰富，

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多，最具分期意义。

新街遗址位于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卞家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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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西南，灞河东岸二级台塬上，面积约30万平

方米。2009年8月至2010年6月，发掘面积约6000

平方米，出土了丰富的仰韶晚期遗存，且遗存

年代贯穿了整个仰韶晚期。根据遗迹间的早晚

关系，发掘报告将新街遗址仰韶晚期遗存分为

二期四段，第一期称作半坡四期遗存，又分为

三个发展阶段，第二期称为泉护二期遗存（图

一）[5]。

新街一期一段遗存较少，以H47为代表，陶

器组合为沿面带凸棱的平折沿喇叭口尖底瓶、

直口鼓腹罐、窄沿深腹盆、敛口弧腹钵等。关

中地区出土与新街一期一段器类类似的遗存有

扶风案板二期中以GNZH1为代表的单位[6]、宝

鸡福临堡三期中的少量单位[7]，泾阳蒋刘遗址

的部分单位也出土了少量相似器物。

新街一期二段遗存较丰富，典型陶器有平

折沿喇叭口尖底瓶、敛口鼓腹罐、敛口深斜腹

钵、平沿深腹盆、平沿缸等。蒋刘遗址是近年

来发现的出土了与新街一期二段相近器类的遗

存最为丰富的一处遗址，共清理仰韶晚期遗迹

400余座，出土遗物年代集中，种类多样（图

二）[8]。关中地区出土此类遗存的还有鱼化寨

三期以H130为代表的遗存[9]、案板二期中以

GNDH19为代表的单位[10]、福临堡三期的大部

分单位[11]等。

新街一期三段流行的器类为斜折沿喇叭

口尖底瓶、葫芦口尖底瓶、敛口斜腹钵、宽沿

盆、夹砂罐等。出土相似器类的遗存在关中

地区发现较多，有半坡遗址四期[12]、杨官寨仰

韶晚期遗存（图三）[13]、米家崖一期以H28、

H78为代表的大部分单位 [14]、案板二期中以

GNDH25为代表的单位[15]、姜寨四期中的大部

分单位[16]、福临堡三期的部分单位[17]等。

新街二期常见敞喇叭口折肩尖底瓶、宽

沿浅腹盆、浅腹大平底钵、夹砂深腹罐，附加

堆纹增多，新出现了鼎、高领圆腹壶、圈足

杯、大口圜底缸等新器型。此类陶器在泉护遗

址二期最为典型（图四）[18]，另外米家崖一期

中以H259为代表的少量单位[19]、长安花楼子

H11②[20]等也出土此类陶器。

通过对关中地区仰韶晚期典型遗址出土资

料的梳理，可以发现关中地区仰韶晚期遗存基

图一  新街遗址仰韶晚期遗存典型陶器（采自《蓝田新街》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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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蒋刘遗址仰韶晚期典型陶器

1～ 3. 尖底瓶（汉韵三路 T1H35:1、T1H51:9、T1H35:2）  4. 平底瓶（汉韵三路 T1H51:17）

5. 舟形钵（汉韵三路 T1H35:24）  6. 彩陶盆（消防总队北四区 H92:1）

7. 甑（汉韵三路 T1H51:48）  8、9. 敛口钵（汉韵三路 T1H35:21、18）

10～ 12.罐（汉韵三路 T1H51:86、T1H35:16、T1H35:12）  13.器盖（汉韵三路T1H51:64）

图三  杨官寨遗址仰韶晚期典型陶器

1、2. 尖底瓶（H402:32、H402:28）  3、6、8、9. 罐（H402:76、H402:78、H402:35、

H402:16）  4. 折沿盆（H402:12）  5. 轮盘（H402:2）  7. 敛口钵（H402:14）

厘米（图五，3）。

Ⅳ式 敞喇叭口，折肩，腹内弧。米家崖

H259:7，高领微束。口径12.5、残高55.5厘米

（图五，4）。

本均可与新街遗址发现的

二期四段遗存相对应，这

也基本代表了关中地区仰

韶晚期遗存的典型器类特

征。

二、典型陶器型式演变

通 过 对 典 型 遗 存 的

分析可以发现，关中地区

仰韶晚期典型陶器为喇叭

口 尖 底 瓶 、 葫 芦 口 尖 底

瓶、平底瓶、折沿盆、敛

口钵、罐、器盖、甑、瓮

等。其中喇叭口尖底瓶、

夹砂罐、敛口钵等陶器的

演变规律较为明显。

1.喇叭口尖底瓶 为

仰韶晚期最具标识性也是

器 形 变 化 最 为 明 显 的 陶

器。按照整体形态可分为

四式。

Ⅰ 式  近 直 口 ， 平

折沿，沿面内侧有一周凸

棱，溜肩。新街H47:9，

高 直 颈 。 口 径 6 . 4 、 残 高

23.4厘米（图五，1）。

Ⅱ 式  近 直 口 ， 平

折沿，圆弧肩，斜直腹。

蒋刘汉韵三路T1H35:1，

圆方唇，高领微束，钝尖

底。口径10.4、高70.8厘米

（图五，2）。

Ⅲ式 口微敞，斜折

沿，圆鼓肩，腹内弧。米

家崖H28:10，高领微束，钝

尖底。口径12.6、残高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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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罐 仰韶晚期常见器形，出土数量仅次

于敛口钵，整体器形变化较大，依整体形态分

为四式。

Ⅰ式 腹外弧。新街H47:23，口微敛，斜

折沿。口径28、残高14厘米（图五，5）。

Ⅱ 式  器 型 矮 胖 ， 下 腹 略 斜 直 。 新 街

H368:2，敛口，斜折沿，上腹微弧，平底，上

腹部施两周附加堆纹。口径21.2、底径12.4、高

26.4厘米（图五，6）。

Ⅲ式 器身饰多周附加堆纹。新街H30:3，

敛口，斜折沿，上腹外弧，下腹斜直，平底。

上腹部施四周附加堆纹。口径22、底径11.6、

高22厘米（图五，7）。

Ⅳ式 器型瘦高，附加堆纹增多。泉护

H1105:847，敛口，斜折沿，上腹微弧，下腹斜

直，平底，通体共施10周附加堆纹。口径28、

高47.2厘米（图五，8）。

3.敛口钵 为仰韶晚期出土数量最多的陶

器，其腹部变化最明显，依据腹部特征可分为

四式。

Ⅰ式 上腹弧鼓。新街H47:21，微敛口，

尖圆唇，上腹微鼓。口径20.8、残高4厘米（图

4.折沿盆 根据其整体器形特征可分为四

式。

Ⅰ式 宽沿，腹较深。新街H47:10，敛

口，窄折沿，腹微弧，平底。口径16、底径

8.8、高10.4厘米（图五，13）。

Ⅱ式 沿面略窄，腹略深，平底较大。新

街H157:6，敛口，平折沿，腹微弧。口径27.2、

底径11.6、高14厘米（图五，14）。

Ⅲ式 宽沿，腹较浅，底微内凹。新街

H60:8，敛口，宽折沿，弧腹。口径26.8、底径

12.8、高12厘米（图五，15）。

Ⅳ 式  宽 沿 ， 浅 腹 ， 平 底 内 凹 。 新 街

H313:7，敛口，宽折沿，弧腹。口径40、底径

24.4、高12厘米（图五，16）。

四类典型陶器的演变规律也有学者曾进

行论述[21]。根据新街遗址H47、H56、H167、

H166四个单位的相对年代关系，再结合其他

遗址出土的陶器，可以清晰看出仰韶晚期的标

型器—喇叭口尖底瓶的口部演变规律为沿面

带凸棱平折沿喇叭口→平折沿喇叭口→斜折沿

喇叭口→敞喇叭口；肩部由溜肩到圆弧肩、圆

鼓肩，最后到折肩；腹部由斜直腹向内弧腹演

图四  泉护遗址二期典型陶器

1、2. 尖底瓶（H903:840、839）  3. 釜（H1034:01）  4. 细颈壶（H161:94）

5、8. 罐（H903:845、H1105:847）  6. 鼓腹罐（H1105:818）  7. 器盖（H1034:838）

9. 鼎（H161:372）  10. 折沿盆（H1034:427）  11. 敛口瓮（H1034:728）

五，9）。

Ⅱ 式  斜 腹 微 凹 ，

腹 部 较 深 ， 小 平 底 。 蒋

刘汉韵三路T1H35:21，敛

口，尖圆唇，鼓肩。口径

21.8、底径10.4、高9.4厘米

（图五，10）。

Ⅲ式 斜直腹较深，

平底较大。新街H112:1，

敛口，圆唇。口径20.2、

底 径 8 . 8 、 高 1 0 厘 米 （ 图

五，11）。

Ⅳ 式  斜 直 腹 ，

腹 较 浅 ， 大 平 底 。 新 街

H375:5，敛口，圆唇。口

径26、底径11.6、高12.3厘

米（图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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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兽足灶等。

第三组遗存最早发现于半坡遗址四期，此

组遗存在关中地区最丰富。陶器主要为Ⅲ式喇

叭口尖底瓶、Ⅲ式罐、Ⅲ式敛口钵、Ⅲ式折沿

盆等，另有葫芦口尖底瓶、带流盆、小口圆腹

罐、圆饼形捉手器盖、大口圜底缸、陶塑等。

这一时期陶器中出现了大量的新器型，比如带

流盆、小口鼓腹罐、大口圜底缸等，并且出现

了大量的陶塑。

第四组遗存以泉护二期为代表，陶器组合

为Ⅳ式喇叭口尖底瓶、Ⅳ式罐、Ⅳ式敛口钵、

Ⅳ式折沿盆等，还有葫芦口尖底瓶、鼎、敛口

图五  典型陶器演变图

1～ 4. 喇叭口尖底瓶（新街 H47:9、蒋刘汉韵三路 T1H35:1、米家崖 H28:10、H259:7）

5 ～ 8. 罐（新街 H47:23、H368:2、H30:3、泉护 H1105:847）

9 ～ 12. 敛口钵（新街 H47:21、蒋刘汉韵三路 T1H35:21、新街 H112:1、H375:5）

13～ 16.折沿盆（新街H47:10、H157:6、H60:8、H313:7）

瓮、盘等。鼎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重要器型。

通过主要陶器的形态演变规律可以看出，

四组器物在演变过程中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虽然在不同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型，但

陶器组合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因此四组遗存

仍属于同一文化时期。

三、分期与文化内涵

通过上述分析，关中地区仰韶晚期遗存可

以分为前后相接、关系密切的四组。其中第一

组遗存在新街、蒋刘、案板、福临堡等遗址中

变。这一演变规律同样在临潼

康桥义和遗址[22]、晋南地区的

芮城西王村遗址[23]可以得到验

证。其他陶器的演变虽没有尖

底瓶明显，但同样遵循着一定

的演变规律。比如罐基本为夹

砂罐，由圆鼓腹逐渐演变为深

直腹，整体形态由矮胖变为瘦

高，器身附加堆纹逐渐变多。

敛口钵腹部由内曲向斜直腹转

变，腹部由深及浅，底部逐渐

变大。折沿盆由深腹逐渐变为

浅腹，口沿由窄沿变为宽沿，

底部逐渐变大且内凹。

根 据 典 型 陶 器 的 演 变 规

律，可以将关中地区仰韶晚期

遗存分为四组：

第一组以新街一期一段为

代表，遗存较少，陶器主要为

Ⅰ式喇叭口尖底瓶、Ⅰ式罐、

Ⅰ式敛口钵、Ⅰ式折沿盆等。

第 二 组 以 蒋 刘 遗 址 最 具

代表性，遗存丰富。陶器流行

Ⅱ式喇叭口尖底瓶、Ⅱ式罐、

Ⅱ式敛口钵、Ⅱ式折沿盆等。

还有葫芦口尖底瓶、平底瓶、

敛口瓮、桥形捉手器盖、折沿

器类
喇叭口尖底瓶 罐 敛口钵 折沿盆

1

2

5

6

9

10

13

14

11

3

7

8
4

12
16

15

式别

Ⅰ式

Ⅱ式

Ⅲ式

Ⅳ式



106

考古与文物   2024 年第 1 期

都有发现，但遗存并不丰富，至今尚未发现这

一时期的典型遗址，可能与遗存存续时间较短

有关。第一组遗存中流行的尖底瓶为直口、折

沿、沿面有一周凸棱、高领、溜肩，与庙底沟

文化典型的重唇口、矮领、器身瘦长、锐尖底

的尖底瓶有着较大差别，而与第二组的平折沿

喇叭口尖底瓶更为接近，仅沿面上的凸棱更具

特征性，所以仍属于仰韶晚期遗存，当为仰韶

晚期最早阶段。

第二组遗存以蒋刘遗址最为典型，出土

遗物年代集中、数量丰富。同时，蒋刘遗址中

与第二组遗存同出的部分陶器还保留有庙底沟

文化因素，比如绘有弧线三角和圆点纹的彩

陶、桥形捉手器盖、内壁带鋬手的盂、舟形钵

等均可在关中地区庙底沟文化遗存中找到相类

器型（图六）。与此同时，蒋刘遗址出土的陶

窑依旧流行庙底沟文化风格的环形火道[24]。蒋

刘仰韶晚期墓葬按形制可分为带二层台竖穴土

坑墓、偏洞室墓、竖穴土坑墓三类，而这三类

墓葬均见于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中[25]，

仅三类墓葬的占比与杨官寨遗址不同。由此可

见，第二组遗存受庙底沟文化影响依然存在，

可确定其仍属于仰韶晚期早段遗存。

关中地区仰韶晚期早段遗存暂时还没有合

适的命名，目前所见出土仰韶晚期早段遗存最

丰富的是蒋刘遗址。蒋刘遗址仰韶晚期遗存包

括了第一组与第二组遗存，且位于关中地区的

核心位置，现存面积达20万平方米，发现了大

型环壕聚落与成人墓地[26]，出土完整或可修复

陶器多，是关中地区仰韶晚期早段最具有代表

性的遗址。因此，可暂时提出“蒋刘期”遗存

的称谓，指代关中地区仰韶晚期早段遗存，包

括了第一组、第二组前后两个发展阶段。

第三组遗存最为丰富，发现的遗址众多，

遗存中已不见庙底沟文化风格的陶器，并且出

现了大量的新器型，属于仰韶晚期新的发展

阶段。这一阶段最早因半坡遗址四期遗存而得

名，学界普遍称之为“半坡四期文化”或“半坡

晚期类型”，并被广泛采用。故仍沿用“半坡四

期”这一称谓指代关中地区仰韶晚期中段遗存。

第四组遗存的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数

量减少，附加堆纹、篮纹所占比例明显增加，

并且新出现了三足器—鼎，仰韶文化的色彩

正在逐渐淡化，应属于仰韶晚期的最晚阶段。

关于第四组遗存，泉护遗址二期最具代表性，

已有学者有过专门的论述，提出“泉护二期文

化”的命名[27]，并得到学界的认可。所以，仍

宜使用“泉护二期”的命名作为关中地区仰韶

晚期晚段遗存的代表。

据此，关中地区仰韶晚期遗存可分为“蒋

刘期”“半坡四期”“泉护二期”三个阶段，

分别对应仰韶晚期早、中、晚三个时段。

图六  蒋刘遗址庙底沟文化因素陶器与其他遗址庙底沟文化陶器

其
他
遗
址

蒋
刘
遗
址

弧线三角圆点纹彩陶

汉韵三路 T1H51:88

华县泉护村 H224:501 华县泉护村 H14:387 华阴兴乐坊 H48:1 高陵杨官寨 G8-2 ⑤ :26

汉韵三路 T1H51:68 汉韵三路 T1H35:24消防总队北四区 H34:1

桥形捉手器盖 内壁带鋬手的盂 舟形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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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关中地区仰韶晚期遗存文化面貌基本清

晰，遗存可分为四组，每一组均有较典型的陶器

组合，陶器演变规律明显。根据四组遗存的文化

面貌和所处的文化阶段，将第一组、第二组归为

仰韶晚期早段，以典型遗址—泾阳蒋刘遗址命

名为“蒋刘期”遗存；第三组为仰韶晚期中段，

沿用“半坡四期”遗存的称谓；第四组属仰韶晚

期晚段，称作“泉护二期”遗存。

四组陶器组合表现出的差异性代表了不同

的文化发展阶段，但四组遗存之间的共性则表

明它们都属于仰韶晚期遗存。仰韶晚期早段的

“蒋刘期”遗存中遗留了较多的庙底沟文化因

素，说明了“蒋刘期”遗存可能直接来源于仰

韶中期的庙底沟文化。仰韶晚期中段的“半坡

四期”遗存是关中地区发现的最丰富的仰韶晚

期遗存，说明这一时期是仰韶晚期的鼎盛期。

而仰韶晚期晚段的“泉护二期”遗存则慢慢展

现出龙山时代的特征，比如尖底瓶底部逐渐钝

化，灰陶和篮纹的比例明显增加，新出现了三

足器—鼎，表现出仰韶时代即将结束、龙山

时代就要到来的时代特征。

目前考古发现表明，关中地区仰韶晚期

遗址数量众多，面积规模庞大的遗址也不在少

数，且出土遗存丰富。根据关中地区仰韶晚期

大型遗址的出土材料，仰韶晚期可能已经出现

了手工业生产专门化的现象。高陵杨官寨遗址

发现了密集分布的制陶作坊遗存[28]，泾阳蒋刘

遗址墓葬中出土的数量庞大的骨器可能与制骨

手工业有关[29]，而蓝田新街遗址出土了大量的

玉料、玉器半成品、T形玉笄等，应当存在专

门的制玉作坊[30]。这些都暗示着仰韶晚期同样

是仰韶时代的一个繁盛期，社会得到了进一步

的发展，并且出现了深层次的分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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